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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严重污染环境”在污染环境罪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司法解释的偏差使得该罪出现行为与结

果并存的二元入罪标准，引发了行为犯与结果犯、危险犯与实害犯等问题的讨论。关于污染环境罪的争

议问题应当从该罪的法益着手，坚持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对法益进行前置化保护。判断“严重污

染环境”时应当统一认定方式，坚持行为标准，将结果作为结果加重犯处理，同时以抽象危险犯为本罪

的基本形态，保留司法解释中的兜底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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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riously polluting the environmen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im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ut the deviation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makes the dual incrimination standard of the 
crime of behavior and result coexist, which leads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 of behavior crime 
and result crime, dangerous crime and actual harm crime. The controversy about the crime of en-
vironmental pollution should start from the legal interests of the crime, adhere to the anthropo-
centric view of ecological legal interests, pre-protection of legal interests. When judging “seriously 
polluted environment”, he should unify the identification way, adhere to the standard of behavior, 
treat the result as the result aggravated crime, and take abstract dangerous crime as the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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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of this crime, and retain the provision of the bottom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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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环境安全不仅关系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人类得以

生存的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发重视环境问题，不断进行立法修改扩大环境的保

护范围。2011 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污染环境罪”，将“造成公私财产

损失和人身伤亡”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以期严厉打击环境犯罪。然而由于司法者对“严重污染环境”

存在不同的理解与定位，刑法条文在降低入罪门槛的同时也造成了认定标准的不一。2013 年两高联合出

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严重污染环境”的 14 条具体适用情形，之后为应对司法实践的需要，2016
年又推出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污染案件解释》)，将

“严重污染环境”的适用情形增至 18 条，包括行为、结果和兜底条款三类认定标准。但是从现有的法律

规定来看，刑法条文语义的模糊使得司法解释出现了多重认定标准，不仅存在行为犯和结果犯之分，就

连结果犯中也存在直接结果和间接结果混杂的情况，如此不仅不利于定罪量刑，而且容易变相导致裁判

不公。因此，本文将从“严重污染环境”的保护法益和行为构造着手，对“严重污染环境”这一要素进

行规范解释并提出自己的认定标准，以期帮助污染环境罪走出困境。 

2. “严重污染环境”之法益折射与辨析 

(一) 人类中心法益论 
人类中心法益者认为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保护生态环境本质上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因而

环境不是刑法的保护法益只是其行为对象[1]。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人类

作为地球的统治者，不管是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是采取的行为措施，都是为了自身以及无穷尽的后代着想，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想法早已被抛却。唯人类中心主义论不仅有违建设生态文明的宪法精神和

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和谐理念，与当下的立法规定也不一致。刑法分则不仅规定了污染环境罪还规定了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滥伐林木罪等一系列环境犯罪，这些罪名侵犯的法益具有共通性。如果认

为环境犯罪侵害的法益是人类利益，对于那些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但未侵害人类法益的行为就缺

乏定罪依据。倘若将这些动植物视为财产，虽然山川、河流、森林等自然资源虽属于国家即全民所有，

但是对于野生动物很难加以控制和利用，对其保护也往往并非处于经济目的。倘若说危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植物没有侵犯人身财产权侵犯的是人类观赏这类生物的权利，那么对于那些并未置于园内的野生动

植物，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观赏权利，似乎也就没有立法保护的必要，但事实恰恰相反，刑法将野生动植

物等自然资源作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足见此种观点并不可取。 
(二) 生态中心法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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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中心法益论与人类中心法益论恰恰相反，不再坚持传统的伦理观念，而是将环境作为一种法益

进行独立保护，以环境法益为中心。这一观点契合生态环境入宪的理念，但一定程度上也扩张了刑法的

处罚范围。刑法虽然禁止危害野生动物，但也仅限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并不包括所有物种，那些严

重危及人类安全的生物按理说也是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可是却没有得到人类的法律保护，比如破坏农田

庄稼的害虫，不仅不予以法律保护反而研发各种杀虫剂来消灭他们。可见，当环境利益与人类利益产生

冲突时，法律优先保护人类利益。尽管生态中心法益观有利于提高环保意识、规制污染行为，但立足于

我国当前的现状，适用该法益观过于理想化。一方面，人类是地球上的统治者，在这一大前提下主张环

境的独立价值，人与自然处于平等地位并不现实；另一方面，成立污染环境罪的关键是违反国家规定，

刑事违法以行政违法为前提，说明污染环境罪对环境行政法具有从属性，进一步彰显了对人的生命、健

康安全的从属性[2]，单纯的以环境法益为中心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三) 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 
为弥补前两种理论的不足，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空气、水源、等生态法

益具有独立性，但是只有与人类发展有关的法益才值得保护。换言之，保护生态法益具有前提条件，刑

法仅认可与人类权益紧密关联的法益，对于无关紧要的生态法益不予保护。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的短视效果，不再局限于人类自身的各种安全，开始考虑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整体环

境，不仅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与法律规定相统一。刑法第 338 条“严重污染环境”的范围不仅包

括给环境本身造成污染但没有侵害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也包括因污染环境进而给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严

重危害的情形，这明显和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目的一致，因此采用折中说更符合当下的行为规范和

法治理念。其实，关于生态法益的保护范围不应该局限于与人类密切相关这一条件。虽然当人类利益与

生态法益产生冲突时必然优先选择前者，但是毫无疑问，对于那些与人类生活联系不密切却不冲突的生

态法益依然有必要动用刑法进行保护。因为不论是从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任务还是错综复杂的司法实践

来看，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都义不容辞。 

3. “严重污染环境”行为构造之考察 

(一) 行为犯与结果犯 
自司法解释出台以来，“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出现了行为结果混杂的二元入罪标准，导致学界对

此争论不休。有观点认为，《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污染环境罪是结果犯，但司法解释的出现使得行为

犯与结果犯并存，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3]。还有观点认为“严重污染环境”既有对犯罪程度的要求还

有对行为本身的限定，因而污染环境罪既是行为犯，也是准抽象危险犯[4]。在分析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构

造之前需要明确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仅从名称上看，容易误认为行为犯是只需实施行为、无需产生

结果的犯罪，而结果犯是既需实施行为也需造成结果的犯罪。其实不然，行为犯和结果犯都离不开犯罪

结果(此时的结果并不限于实害结果，也包括对法益的现实侵害以及潜在的危险状态)，二者区别在于结果

产生的时间不同。行为犯是一经着手犯罪即告完成，行为与结果同时产生，无需对其中的因果关系进行

判断。而结果犯是行为人着手后还需发生法定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时间差，需要对其中的因果关

系独立判断。例如向河流中排放废水后出现鱼虾死亡、居民患病等现象，对于排放废水污染河流这一行

为无需证明其因果关系，排放物达标即可构成污染环境罪，但是对于鱼虾死亡以及居民身体有恙这一事

实必须根据专业的鉴定结果，肯定其中的因果关系方能入罪。2016 年《环境污染案件解释》将第一条前

8 项认定为行为犯，第 9 到 17 项认定为结果犯，其中的结果标准既包括严重污染环境的实害结果，也包

括侵害人身、财产安全的实害结果，证明标准忽高忽低，不一而足。笔者认为，行为犯与结果犯无法共

存，即便采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此折中说仍然是以人为本的法益观，保护环境法益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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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护人类利益，造成实害结果势必以污染环境为前提，二者存在引发与被引发的关系，换言之，人类

法益受损的实害结果取决于生态环境的污染程度。当行为人向河流中排放废水的那一刻便决定了污染环

境罪已经构成，至于造成的其他实害结果影响的仅是量刑，而非犯罪构成。行为犯标准确立了对人本法

益的前置化保护，处罚的是尚未对人本法益构成现实侵害的前阶段行为[5]，刑法应当以处罚前行为为基

础，在此之上加重对人身法益的保护。 
(二) 危险犯与实害犯 
我国犯罪概念中存在危险犯和实害犯之分。实害犯以对法益造成实质损害为根据，而危险犯只要求

对法益发生侵害的危险，因此对二者的区分离不开对法益的判断。2016 年《环境污染案件解释》第一条

同时涵盖生态法益和人类法益，导致污染环境罪中出现了危险犯与实害犯并存的局面。就生态中心的法

益而言，司法解释规定的 18 种情形都属于实害犯，但是就人类中心的法益而言，只有其中的第 9、11、
14~17 项属于实害犯，其余均属于危险犯。换言之，对于那些仅造成环境污染没有给人类带来实害的行

为以生态法益为中心就是实害犯，以人类法益为中心就是危险犯，而既造成环境污染又导致人身损害的

行为都是实害犯。由于实践主要采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不可避免要出现危险犯和实害犯混同的

局面。问题在于，危险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当污染环境罪属于危险犯时，其是抽象危险犯

还是具体危险犯？从当前的法治现状来看，认定为抽象危险犯更合适。首先，根据刑法第 338 条的规定，

本罪并不具有“足以造成……危险”等的具体危险犯的表达方式，认定为具体危险犯于法无据。其次，

环境损害具有行为隐蔽、潜伏期长、取证困难等特点，如果将污染环境罪认定为具体危险犯，难以证明

行为与具体危险之间的因果关系，会加大司法机关的认证难度。最后，环境犯罪保护的不只是当前特定

个人的利益，还包括后代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法益，也许污染环境对于当代人系具体的危险，但是对于后

代子孙而言只能算作一种潜在的抽象危险，因此没有将其认定为具体危险犯的必要。 
(三) “严重污染环境”为既遂构成要件 
我国传统理论和司法实践认为某一行为满足犯罪构成要件不仅成立犯罪也构成既遂，在一定程度上

忽视了犯罪的特殊形态，将行为的入罪条件和既遂条件等同看待。然而，行为不构成犯罪既遂并不代表

其不能入罪，刑法不仅处罚既遂，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备、未遂、中止也一并处罚。因此，某一罪状的功

能属性直接关系罪与非罪的本质判定，对此需要审慎思量。那么，“严重污染环境”在污染环境罪中到

底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功能？换言之，污染环境罪未遂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学者对此存在定罪

说与既遂说之分。定罪说主张“严重污染环境”是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成立与犯罪既遂具有同一性，构

成犯罪必须满足定量标准。但是这一观点有待商榷。首先，司法解释中存在许多定量因素，一旦将“严

重污染环境”认定为犯罪构成要件，那些不符合“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行为就要全部作无罪处

理。例如，2016 年《环境污染案件解释》规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违法所

得或者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或者“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倘若

坚持定罪说，难道排放废物 2.9 吨、违法所得 29 万、致使 29 人中毒的就因为不符合犯罪成立条件一律

作无罪处理吗，这明显不合逻辑。其次，定罪说容易导致行为人故意逃避法律规制，实施接近入罪数额

或情节的犯罪，不利于实现刑法的预防功能，而且不罚未遂难以抑制污染环境的犯罪恶意。相较之下，

将“严重污染环境”认定为既遂构成要件更具合理性。第一，这一观点于法有据。两高三部发布的《纪

要》明确指出，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情形，可以污染环境罪(未遂)
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无疑肯定了污染环境罪存在未遂形态，即便未能成功实施犯罪行为也可以入罪

处理仅是不能作为犯罪既遂。第二、当前环境执法工作形势比较严峻，承认未遂犯有利于司法机关应对

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警惕拒不配合、弄虚作假、故意逃避法律追究的可疑分子。同时通过前置法和刑

法“但书”条款的筛选，对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不作犯罪处理，也不会扩大未遂犯的处罚范围。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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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重污染环境”作为既遂要件有利于实现刑法分则与总则关于犯罪形态的衔接，从而减少“何种故

意犯方具有未完成形态”的疑难[6]。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适度缓解环境污染刑法治理的困境，早日实现刑

事处罚前置化的目标。 

4. “严重污染环境”之解释范围与认定标准 

刑法条文本身的模糊和司法解释的过度扩张让污染环境罪的认定标准越发模棱两可，不管从理论上

来说行为犯能否与结果犯共存，但实践明确告诉我们当前这种行为标准 + 结果标准 + 堵截性标准三者

共存的判断模式难以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断案标准不只会增加司法机关鉴证负担，降低司

法效率，对于每一位被告人而言也缺乏实质的公平正义。因此，必须采取“刮骨疗毒”之势，尽快明确

“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方式和认定标准。 
(一) 坚持行为入罪，将结果作为结果加重犯处理 
2016 年《环境污染案件解释》针对“严重污染环境”规定了 18 种认定情形，其中，前 8 种因仅涉

及生态法益，实施特定行为即可入罪，属于行为标准；9~17 种因关乎人类法益，需实施特定行为并产生

结果方可入罪，属于结果标准。最后一项则为熟知的兜底性条款。纵观 9 种结果入罪情形，不管是“财

产损失三十万以上”还是“水源取水中断 12 小时以上”，都是建立在污染环境这一基本行为之上，系前

行为导致的间接结果，二者存在引发与被引发的关系。结果是行为之结果，结果的出现离不开严重的实

行行为，否则何以发生这 9 种情形。退一步讲，即便前阶段行为未达行为入罪标准却引发了严重后果，

也完全可以按照基本犯未遂结果加重犯既遂的方式处理。倘若以人身、财产的损害标准来验证生态环境

的污染程度，如同以人类法益的损失作为生态法益受损的证据，而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却是以人为本，

与生态法益属于不同层次的保护标准，如此实在有本末倒置之嫌。此外，污染环境罪不同于传统的人身

财产犯罪，该罪具有危害行为隐蔽、结果潜伏期长、因果关系复杂等特性，由于目前取证困难，鉴定技

术有限，污染物、污染范围以及化学反应的复杂性导致难以准确认定具体的污染源和污染后果[7]，使得

司法机关不仅难以认定行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难以准确计算公私财产的损失数额。而正确引用行

为标准，可以缓解司法机关在进行审判活动时遇到的鉴定难、取证难、计算难等问题，不仅可以节约办

案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也有助于尽快实现环境犯罪早期治理化的目标。笔者建议，在认定“严重污染

环境”时，将司法解释前 8 种情形作为基本犯的入罪标准，只要实施了特定行为即便没有造成人身财产

损失的严重后果，也依然成立污染环境罪的既遂。而其他的结果标准转化为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件，因

污染环境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等其他严重后果的，可以升格法定刑加重处罚。 
(二) 构筑抽象危险犯作为本罪基本形态 
前文已述，危险犯和实害犯的认定要根据法益内容来判断，如果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采用生态学

的人类中心主义，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危险犯和实害犯并存的现象。但是如果将污染环境这一行为作为基

本犯的入罪标准，结果标准转化为结果加重犯处理，实害犯就不再是污染环境罪的基本形态，而是结果

加重犯的犯罪形态，本罪的基本形态就应该定义为危险犯。由于刑法第 338 条未采取具体危险犯标志性

的表述方式，本罪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明存在时间和技术上的困难，所以污染环境罪的基本形

态定为抽象危险犯更为适宜。众所周知，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因为行为人一旦实施追逐

竞驶、醉驾等行为，随时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对该行为潜在的风险进行前置化保护[8]。相较

之下，污染环境罪潜在的危害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该罪保护的不只是我们当代人的法益，更关

乎后代子孙的生活幸福，一旦造成严重后果，不仅破坏性强、受害主体广，也难以进行弥补和救济。按

照当然解释举轻以明重，将抽象危险犯构筑为污染环境罪的基本形态，无可厚非。然而有学者指出引入

抽象危险犯完全是司法实践对因果关系认定难所采取的规避态度，折射出刑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与象征性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3076


张文 
 

 

DOI: 10.12677/ds.2022.83076 569 争议解决 
 

的发展倾向[9]，而且过度适用抽象危险犯会使刑法在某种程度上丧失其确定的边界，违反刑法谦抑性原

则[10]，这完全是一种误读。首先引入抽象危险犯不是为了逃避问题而是解决问题，不管立法者采取何种

态度因果关系证明难都是一个切实存在的问题，即便解决了技术难题，也无法证明行为对几十年几百年

后所产生的影响。正是因为结果的不可预知性，难以预料何时出现后果、出现何种后果，才需要设置抽

象危险犯提前对法益进行保护，这是应对风险社会的必然要求。此外，抽象危险犯并非毫无限制的适用，

仍然要根据司法解释的行为标准定罪处罚。刑法谦抑性要求只有在民事行政力有不逮的情况下才能动用

刑法强行规制。当前很多企业为了一己之私无视国家法制不顾他人安全大量排放废物污染生态环境，仅

仅通过民事赔偿或行政处罚实在难以有效遏制，企业因此损失的财产与其获利相比可能只是九牛一毛，

只有通过刑罚手段才能有效震慑犯罪主体，实现刑法一般预防的功能。 
(三) 保留第 18 条兜底性条款 
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中常常出现“其他……的情形”此类兜底性条款，以解决立法的局限性问题，

应该说这一举措在应对日新月异变化的同时维护了刑法的稳定性，具有很好的平衡价值。然而，随着实

践的发展，兜底条款不断扩张逐渐沦为司法者擅断的舞台，学者也将其戏谑为“口袋条款”，由此引发

兜底条款的存废之争。对于这类看似“一劳永逸”、“百试不爽”条款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换言之，

面对实践困境在解决立法局限性和限制自由裁量权之间该如何取舍？从立法技术上来看，废除“严重污

染环境”的兜底性条款似乎可以解决由此引发的滥用问题，但是这也从根本上断绝了司法者的后路。立

法的滞后性和不完整性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毕竟再完美的法案也不可能应对现实社会出现的所有情况，

同时法律必须保持其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这便使得立法与实践总是难以同步进行。虽然兜底条款容易

扩大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但未来犯罪手段的智能化多样化难以预料，兜底条款的存在可以为犯罪早

期治理化留下解释空间。而且某一条文使用频率不高不能证明其没有存在的必要性，设置兜底条款不只

是为了将难以规制的犯罪行为入罪处理，更是作为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人类的头顶，时刻警惕

震慑那些妄想钻法律漏洞之人。此外从防御技术上来看，限制裁判者的裁量权不只有废除条文这一种手

段，可以在罪刑法定之下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对兜底条款进行严格解释，同时通过提高职业门槛、加强素

质教育、设定裁量限度、健全程序规范以及落实合议制度等措施努力防范和规制。简言之，废除兜底条

款不是防止司法扩张的唯一举措，保留兜底条款却是现下应对立法滞后性的唯一出路。  

5. 结语 

环境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这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忽视环境去发展经济，而应当坚持人

类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因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更符合当下的社会趋

势和发展理念。由于“严重污染环境”均以实行行为为前提，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认定又十分复杂，

所以在定罪量刑时应当统一入罪标准，坚持行为归罪，对于司法解释规定的 18 种认定方式，可以将前 8
种行为作为基本犯的入罪标准，其他结果转化为结果加重犯处理并保留最后的兜底条款。同时鉴于环境

污染危害大、潜伏期长、难以救济，有必要将本罪认定为抽象危险犯，凡是达到“严重污染环境”要求

的一律认定为犯罪既遂。如此，方能从刑法层面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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